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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法学的肇兴，大约始于 20 世纪初期清朝覆亡前后。〔1〕自从

1902 年底译书汇编社出版董鸿祎编译的《日本行政法纲领》后，〔2〕1903 年，

商务印书馆又出版日本学者清水澄的《行政法讫论》（中文版）、开明书局出

版丁额著、王纯翻译的《普鲁士行政法典》，直至 1907 年，共出现国外行政

法学著作译本十余部，中国行政法学著作四部。进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

行政法学研究领域，学者群体已然具有相当规模，而著书（包括翻译、编译本

和中国学者自著本）则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范围涉及行政法总论和分论各个

部分。〔3〕

关于彼时行政法学兴起背景和特征之认识，不仅有助于理解这一对当下中

国仍旧在苦苦探索的政府法治至关重要的学科“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以及“如

何而来”，理解“传统基因”在百多年后的扎根与影响；也可从中领悟，在国

门打开、西学东渐之后，思想与理论的引进—“移”—看似是相对容易的，

而其所倡议的法律与制度的建构实施—“植”—则是更为艰难的。后者会

遭遇有着非常复杂成分的本地“土壤”。这个厚厚的、多少有点深不可测的土

壤潜在地有把“南橘”改成“北枳”的能力，所以，需要移植者对“被移之物”

进行一番改造以接地气、服水土。然而，法律和制度的移植并不是移花接木，

其中的主要动因就是要改变脚下的土壤。于是，这样的工程就如同拔着自己

〔1〕 有学者言，这一时间约为清末戊戌变法之时。参见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

出版社1983年，第25页。一门学科的兴起，无论如何，应以一批著述和研究群体为标志，二则

戊戌变法时期国人关注的中心在于是否变法、如何变法，似乎尚未就行政法学展开独立的系统

研究。

〔2〕 参见王贵松：《论近代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源》，载《法学家》2014年第4期，第153页。

〔3〕 详见皮纯协主编：《行政法学》，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315-317页。

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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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似的，始终是艰难的、困扰的、折磨人的。这一点迄今

未变。

一、变法图强与动荡时局

毫无疑问，近代中国行政法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在本土逐渐成长的过程，

自然会受其所嵌入的政治、经济、社会系统中复杂因素之影响。本章于此仅试

图揭示与彼时行政法学休戚相关的两个因素。

1.“变法图强”的共识

中国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备受西方列强以及因全面学习西方、励志“脱

亚入欧”而已然在国力上崛起的近邻日本欺侮，政府上层官员和知识界都在苦

苦思索“图强”之方法和路径。其中，魏源通过《海国图志》倡导的“师夷长

技以制夷”思想可谓其中之代表。

至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不能简单地学习西方“船坚炮利”之法，而应

实行“大变”和“真变”，即效仿作为西方富强稳定之根本的组织形式—即

政治法律制度，这一认识日益成为风行的共同观念。〔1〕其实，此观念早已形成，

只是 1897 年中日甲午海战和 1904 年日俄战争的结果直接促使其广为滋长。“当

时所谓士大夫受中、日战败之刺激，由反对李鸿章议和误国运动，一变而为维

新自强运动，而其主张之目标，乃在‘变法’。所谓‘变法’，仅为一种方法，

企图求由变法而自强而御侮而救亡”。〔2〕

然而，由这个观念推进的变法运动，与其说是中国古代法向中国近现代法

的衍变，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中国在模仿西方近现代法基础上实行的断裂式法律

革命。变法图强的共识视古老中华法系缺乏可以支撑变法的制度和知识资源。

正因为如此，近代有志之士无法也不愿从中国古代法中寻找变法所需的主要资

源，并且，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观察列强之后，对日本这个在语言、文化上有

相近之处而在学习西方制度方面又取得重大成效的邻国更感兴趣，似乎借鉴其

〔1〕 参见马作武：《清末法制变革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6、14-16页。

〔2〕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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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和法学知识（甚至法言法语）更为便捷。〔1〕于是，由“变祖宗之法”

而激励学西方之法，由学西方之法而促成中国近现代法学之萌芽。行政法学亦

在此背景中逐渐孕育而生。

2. 动荡的时局与制度

自清廷迫于各方面压力迈出“变法”第一步以后，20 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律

近现代化过程历经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广州与武汉国民政府以

及南京国民政府（其间还罹于抗战烽火）。一方面，每任政府都有自身的政策

考虑和创制方案，且随情势转移而屡屡转换；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的法律制

度（尤其是公法制度）多系以前所未有，初创之期难免粗糙疏漏和不断修正。

所以，当时，作为近现代法学研究对象的法律制度尚处于变动不居、没有

成型的状况，与政府变革关系尤其密切的行政法制度更是如此。有学者言：“政

府每经一次更张，而行政法规，亦必有不少之变更，际此朝令夕改法律状态不

安之秋，兹书之不能收完善效果，亦意中事，……”〔2〕行政法制度的变动不居，

也自然影响到行政法理论之确定性。“第我国中央及地方之行政组织，无日不

在推移改变之中，在理论上欲求一确定之观念，一时殊不易得。”〔3〕

二、拿来主义与本土化

一方面是希望学习西方的观念、理论和制度，另一方面又困于国内始终未

能稳定的政治、法律建构方向与环境，学者们力图用主要转借于日本的西方行

政法理念来诠释或规范中国近现代行政法的创制，使得由此构筑而成的行政法

学呈现以下特征。

1. 研究的领域和体系基本定型，但实为日本行政法学的摹本

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有关著书来看，当时行政法学研究领域和体

〔1〕 参见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上、下），载李贵连主编：《二十世纪的

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7页。

〔2〕 赵琛：《行政法各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弁言部分。

〔3〕 范扬：《行政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序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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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已经基本成型。首先，整体上由总论和各论两部组成。其次，总论包括行政

法基本理念和原则（涉及行政法地位、渊源、与其他法的关系、公法关系等）；

行政组织（涉及中央与地方行政组织、官吏法、公法人、自治行政等）；行政

行为（亦称行政作用，涉及行政命令、行政处分、行政契约等）；行政救济（涉

及诉愿、行政诉讼、行政损害赔偿等）。〔1〕最后，各论包括警察行政、保育行政、

财政行政、外交行政、军事行政、法政行政等。〔2〕其中，警察行政的含义相

当广泛，指“直接固社会公共利益，基于一般统治权，限制个人行为的自然自

由之权力作用”。〔3〕

然而，这些研究领域的基本组成多系日本行政法学的移植。1927 年，被后

人誉为“中国现代行政法学家和教育家”的白鹏飞〔4〕在《行政法总论》中坦言：

“然以吾国现行法令之粗杂与不备，吾人即欲勉力建一贯的主义于其上，亦势

理之所不能。从是，则惟有罗列诸家之说，及并代诸闻国之法制，以为我成法

写实对照之一助。……是编出自吾师美浓部博士多年之指导。”〔5〕美浓部达

吉是当时执教于日本法政大学的行政法学泰斗之一，“吾国法界人士负笈东瀛

者，多出其门”。〔6〕对照白鹏飞一书和美浓部早期著作《行政法总论》〔7〕，

可以发现诸多完全雷同之处。

在此，以两书体系和其中对“行政权界限”的解说为例，列表示之。而行

政法各论构造也多存在接近与相似的地方。〔8〕

〔1〕 例如，参见白鹏飞：《行政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钟赓言：《行政法总论》，

朝阳大学法律科讲义1922年；赵琛：《行政法总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张映南：《行政

法总论》，中华印书局1935年；范扬，《行政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

〔2〕 例如，参见赵琛：《行政法各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白鹏飞：《行政法大纲》

（下卷）（即各论），好望书局1934年；徐仲白：《行政法各论讲义》，北平中国大学讲义1935
年；管欧：《行政法各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

〔3〕 徐仲白：《行政法各论讲义》，北平中国大学讲义1935年，第1页。

〔4〕 皮纯协主编：《行政法学》，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316页。

〔5〕 白鹏飞：《行政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导言部分。

〔6〕［日］美浓部达吉：《行政法撮要》，程邻芳、陈思谦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译者序

部分。

〔7〕 参见［日］美浓部达吉：《行政法总论》，黄屈译，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

〔8〕 例如，参见［日］清水澄：《行政法各论》，金泯澜译，商务印书馆1908年；［日］清

水澄、松本顺吉：《行政法》，曹履贞编辑，湖北法政出版社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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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鹏飞《行政法总论》 美浓部达吉《行政法总论》

体系
对“行政权界限”的

说明
体系

对“行政权界限”的

说明

第一章 行政法之基

础观念及基础规律

（包括行政权；行政

法；公法关系；行政

行为；行政行为之无

效；行政行为之取消；

行政上之强制行为；

行政上之损害赔偿及

损失赔偿）

第二章 行政组织

（包括概论；现行官

制之梗概；官吏法；

公法人；行政上之争

讼）

（1）行政权之作用

不得与法规相抵触。

（2）以行政权侵害

人民之自由及财产

时。必须有法规之

根据。

（3）行政权非有法

规之根据。则不得对

于特定人免除其法规

所命令之义务。或为

特定人设定特权。

（4）即法规许行政

以自由裁量。

【备注：见第 4-7页，

序号系笔者所加】

第一章 基本观念及

基本规律（包括行政

权；行政法；公法关

系；行政行为；行政

行为之无效及撤销；

行政上之强制执行；

行政上之损害赔偿及

损失补偿）

第二章 行政组织

（包括国家行政组织

通论；现行官制之梗

概；官吏法；公共团

体总论；现行地方自

治制度之梗概；各种

之公共合作及建设物

法人）

第三章 行政上之争

讼

（1）行政权作用不

得抵触法规。

（2）若无法规根据，

行政权不得命人民以

义务，侵害其权利。

（3）若非有法规之

根据，不得对某特定

人免除法规所命令之

义务，为某特定人设

定权利。

（4）法规任行政权

自由裁量时，其裁量

权于其限度上及于其

内容上亦须服从法规

之限制。

【备注：见第 14-17
页，序号亦系笔者所

加】

2. 初步探讨行政法学方法论问题，重视“以理说法”

行政法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始终因行政法学的存在而存在，学科起步伊始，

更是难免一番讨论，尤其在如何区分与行政法学相近学科方面，因为学科的独

立必须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立。范扬曾言：“行政法学为法学之一分科，当以

就法律的现象及以法学的方法组织而成立者，较为合于理想。著者于方法论一

端，不敢谓有深造，但平时亦颇注意，尤其近时发达之纯粹法学学说，觉其颇

有可采之处。惟为便利读者了解起见，关于法制原理，不得不加说明，立法上

未完备之处，亦不得不略抒所见，所以完全采取此种见地，亦觉以为未可。但

行政法学与行政学或政策学，究有分际，彼此不容侵袭；应属行政学详细讨论

之点，则著者不得不认为非法学的问题，而勉力避之矣。”〔1〕

细分析之，这段论述有两层意思：其一，就学科间分野而言，旨在排除行

〔1〕 范扬：《行政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序言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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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或政策学对行政法学的干扰，确定行政法学研究之适当对象；其二，偏向

于从纯粹法学立场考察现行的法律制度，而不过多地以超验的价值判断来评论

法律。其实，中国行政的近现代化实际上是移植西方的行政原理，行政法的创

制自然始终追随被学者袭用过来的西方行政法理论。因此，尽管范扬强调纯粹

法学方法，但从其著书内容看，依然像其他行政法学者一样，无法避免用渗透

西方一定法治价值观的理论来解说法律现象，建树学科体系与主要内容。

赵琛则从“编纂注释法律”和“法理解释”区别的角度说明行政法学的方

法论问题。“兹举学者间研究方法二则，以供研究之用。第一，‘尽集现行法令，

编纂而解释之，’然有左之缺点：1. 行政法变更无常，必欲得一研究之归结点，

恐杳渺无尽期。2. 泥守此法，徒成为器械的作用。3. 行政法令，随机应变，无

论有如何精密之规定，终不能尽法理上之理论。第二，‘当依抽象的论定行政

之形式，不以现行法令之编纂为目的。’此说似较完善，亦有左之缺点：1. 理

论上巧于分析，事实上恐不无疏漏之虞。2. 有养成偏重法理解释，轻视现行制

度之弊。依吾人理想，以定研究方法，非合两说兼而有之不可；但法学之目的，

以养成法理的观念为主，集合法令，乃其从焉者，是以近世学者，每多采用第

二方法也。”〔1〕

可见，当时的流行方法倾向于“以理说法”和法学理论的培养，而不是简

单地编辑所有法令，并对法令给出注释。这也是为当前法学方法所认同的一点。

3. 立足本国特殊情境的理论研究本土化的努力初显端倪

在舶来的学术框架之内，中国学者并未完全置本土情况于不顾，相反，他

们也试图通过独立思考而获得贴切国情的理论成果。尽管比较整个研究情状，

他们的这种努力只是其中之略微。

管欧曾经建议政府和行政法学者应共负三项责任，其中就一般地提及法律

适合国情的必要性及其与法律进步的协调关系。“法律实含有非意识的旧元素

（Unconscious old element）与意识的新元素（Conscious new element），此两

种元素，乃常居互相争雄之状态中，社会之改进，即基于此种新元素之滋长发

达。行政法规既为国家行政之规范，一方固应使该项法规适合国情，期切实用；

〔1〕 赵琛：《行政法总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第8-9页。因该书系自右至左竖排，故

有“左之缺点”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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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亦应不忘以新的意识，熔铸为法规之新元素，以作推进政治之先导，是在

政府当局与治斯学者共负之责任三。” 〔1〕

更加直接地表现为行政法理论之重要组成而又最为典型的学说，当数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理论和建国大纲等。多数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对其与中

国行政法制度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予以阐释，从而将其融入行政法学之中。〔2〕

以赵琛的论述为例：“各国均由民选议员组织国会，而我国现制，则立法院构

成政府机关之一部，立法院院长，为政府所任命，而立法委员，又由立法院院

长提请国民政府以为任免，是与各国国会制度，大有异也。惟此制仅为训政时

期之临时制度，经数年试验之后，则知在理论上，亦有相当之价值。”他认为

与各国议会制度比较，当时立法院制度具有避免党派极端争执、程序简捷足以

减少纠纷与牵制、常年开会利于法律制定等优势。〔3〕

虽然像赵琛等学者的立论是否合理，尚待探讨，但他们把握住中国行政法

近现代创制的一些独特情况，并对这些富有本土特色的创制背后的理念进行阐

发，作为行政法学的重要内容。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进步。

4. 基本接受西方步入福利国家以后的行政法理论

一方面，中国学者接受西方行政法理论之际，恰是西方已经普遍开始转

向福利国家的时期；另一方面，中国近现代化运动的生长点并没有深厚的个人

主义本土积累。因此，学者较为轻易地认同渗透浓郁的社会连带思想的行政法

理念。

白鹏飞称：“现代的国家。不仅依司法及警察以维持社会之安宁为已足。

必更进一步。而以开发社会之文化。增进国民之福利。为一种重要的任务。是

为国家文化之目的。国家为达此种目的计。或自为大企业者。而经营不适于私

人自由经营之各种生产事业。或保护奖励民间之事业。及课人民以各种负担。

而策此等事业之遂行。”〔4〕

〔1〕 管欧：《行政法各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自序部分，第2页。

〔2〕 例如，参见张映南：《行政法总论》，中华印书局1935年，第11页；管欧：《行政法各

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页；陈汝德：《读〈行政法学方法论之变迁〉》，载［日］铃木

义男：《行政法学方法论之变迁》，陈汝德译，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1937年。

〔3〕 参见赵琛：《行政法各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第355-356页。

〔4〕 白鹏飞：《行政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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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扬也如此评价西方法治主义：“此法治主义之思想，以尊重个人之权利

自由为生命，本为十九世纪文明之产物，在今日社会国或文化国时代，以谋社

会全体之利益为前提，关于个人主义之思想，已生重大之变革。第一，现代国家，

其使命已不专在个人权利自由之保护，及权力行为之限制，而以开发社会文化，

增进人民福利，为最重要之任务。其次，现代国家为顾全社会利益之计，对于

个人之权利，已加以若干之限制，非复如旧时之自然法说，视个人权利为绝对

不可侵矣。惟在今日，凡国家行为，应受法规拘束，个人权利，仍须尊重之一点，

依然保持同一方针。”〔1〕

不仅学者的直接论述表明其立场，而且诸如对适当自由裁量的认可、对公

民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肯定等，都是这种立场在具体行政法问题上的反映。

5. 行政组织和各部门行政法的研究占据相当重要地位

当时，多数行政法总论的著书中，行政组织内容往往占据相当的比例。例

如，在白鹏飞、赵琛和范扬各自的《行政法总论》中，与其他同一层面的组成

部分相比，“行政组织”部分的篇幅是最多的。另外，学者也非常注重具体的

部门行政法之研究，认为“各论”部分是整个行政法学体系建构方面不可或缺的。

通过赵琛和管欧的话，可以想见学者的心情：“顾国内关于此项书籍，尚鲜出版，

而学术界对于此项书籍之需要则甚殷，余又何敢藏拙不与学者商榷耶。”〔2〕“关

于行政法之著述坊间经售者颇少，而行政法各论尤不多观。”〔3〕

比照当时翻译过来的日本行政法学著述，〔4〕可以明显发现中国学者的承

袭印记。不过，中国行政的近现代化转型是以行政组织的重构为开端的，而这

种重构又主要建基于来自西方尤其是日本的经验。所以，重点介绍为国人所不

熟知的行政组织以及相关的各部门法律，似乎当然地成为学者的责任。范扬在

说明行政法学与行政学或政策学确有区别之后也认为，由于行政组织庞大复杂，

〔1〕 范扬：《行政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4页。

〔2〕 赵琛：《行政法各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弁言部分，第2页。

〔3〕 管欧：《行政法各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自序部分，第1页。

〔4〕 例如，参见［日］清水澄：《行政法总论》，金泯澜译，商务印书馆1907年； ［日］美

浓部达吉：《行政法总论》；［日］清水澄、松本顺吉：《行政法》，曹履贞编辑，湖北法政出

版社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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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读者明了整个系统，不得不给予较大篇幅。〔1〕也许，作为后人来看，

这种研究视点并非毫无继承的价值。因为，虽然行政法是法律一分支，但以法

律的自治为名完全摈弃对法律以外因素的考虑，亦会落入形式主义法学的陷阱。

至此，本世纪初期起步的中国行政法学已经得以粗略的回顾，可见，尽管

移植西学、举步维艰，但在短期内的研究成果也相当可观，为后人的继续发展

奠定了基础。

三、法治理想与现实的百年嗟叹

然而，在承认中国行政法学初始生长所取得的可观成就之时，尚需从理论

研究与制度现实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对当时的行政法学作另一侧面的观察。

自西方兴起宪政、法治与人权保障思想之后，行政法的精神始终被定位于

行政必须服从法律。若行政管理背法律而为，就要受到其他国家权力机构（尤

其是法院，而无论是普通法院还是行政法院）的审查和矫正，并使遭受违法行

政侵害的权利、利益得到救济。世界上许多国家行政法的发展，无不着重于在

制度层面上使该精神得以落实，也与使该精神丰富化的行政法学理论密切关联。

不过，无论是在制度建构方面，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行政法都要受到各自国

家法律传统、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人们对行政的要求的制约。尤

其对于将效仿西方法律制度作为现代化策略之一的东方国家而言，部分社会精

英接受西方理念的步伐要远远大于本国制度现实发展之步伐。

因此，尽管在中国最初研究行政法理论的学者之著述中，可以发现许多与

当代行政法理念非常相似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同其时中国行政法之制度现状的

确相距甚远。1949 年以前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把孙中山提出的“依法行政”原

则，作为其制定行政法之依据，在纵向的历史维度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

在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又以“戡乱”、稳定国局为名，以“战时行政法”理

论为指导，制定了一些特别行政法规，有的法规之效力甚至高于宪法。如国家

《总动员法》《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等。这些法规都旨在加强其专

制统治，限制民主和自由，实是与以自由、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行政法精神相

〔1〕 参见范扬：《行政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7-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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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1〕若离开立法层面而关注贴近民众之行政管理现实，无法、违法或依“压

制型法”〔2〕行政的侵权事实更是屡见不鲜。

其实，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并非当时中国独有，在中国法制所仿

效的日本亦是如此。在外观上具有立宪主义的明治宪政体制之下，日本政府对

民主自由运动的压制（19 世纪末期），以及以 1938 年《国家总动员法》为核

心的反法治主义之军国体制的建立，〔3〕都反映出当时部分先进的公法理论之

窘境。更何况，中国行政法学始探索者之一白鹏飞先生所师从的美浓部达吉博

士拥有自由主义的理念，其对明治宪法的自由主义解释，是与穗积八束、上杉

慎吉等君权绝对主义宪法学者相对立的，借以抵抗军部和右翼军国主义的思想

运动。后来，其著作因遭受军方、右翼势力的攻讦而被查禁。而当时日本大部

分行政法著述都是围绕着天皇绝对主义原理而展开的，一般很少重视行政法对

国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4〕在那个特殊时期，即便美浓部达吉在日本贵族院

演讲解释天皇机关学说（借鉴德国的国家法人学说把天皇看作“机关”，是对

国体的一种现代化解释，虽不否认天皇的存在，但强调天皇的统帅权力受宪法

宪制）受到欢迎，即便其学说被当时的昭和天皇裕仁认可，也无法对抗强大的

军部和右翼军国主义的势力。〔5〕

于是，当代日本有学者在回顾历史时指出，“当时的行政法是一部带有日

本特色的，是自上而下由特权官僚为维护其‘臣民统治’而制定的法律便览文

集”。〔6〕明治维新时期的行政法学则是为权力服务的“官僚法学”。若进一

〔1〕 参见张晋藩、李铁：《中国行政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15-416页。

〔2〕 “压制型法”是美国学者诺内特、塞尔兹尼克提出的一种法律类型，该类型的特点是

“法律目的：秩序；合法性：社会防卫和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规则；粗糙而烦琐的，对规则

制定者只有微小的约束力；推理：特殊的，便利而具体的；自由裁量权：普遍的，机会主义的；

强制：广泛的，受微弱限制；道德：公共道德，法定道德主义，‘强迫的道德’；政治：法律从

属于权力政治；对服从的期望：无条件的，不服从本质上被作为蔑视加以惩罚；参与：谦恭的依

从，批评被作为不忠诚”。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

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页。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它并不见得完全对应现实，但基

本可以概括出现实中较多、较集中体现这些特点的法律制度。

〔3〕 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11-15页，第25页。

〔4〕 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68-69页。

〔5〕 参见［日］前坂俊之：《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晏英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

124-132页。

〔6〕［日］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倪健民、潘世圣译，中国广播出版社1993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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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言之，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前述状况之所以形成，还与中国仿效日本，日本则

以德国为模本这一历史事实有关。而德国行政法也是在接受来自英国、法国的

自由民主和法治思潮之基础上，面对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君权与官僚特权而发

端起来的。〔1〕

以上对民国行政法学的浮光掠影般回顾，可以再次证明，与制度的植入、

生根发芽相比，思想和理念的移受似乎更具便捷性。而移受之物若要同时完成

适应土壤之挑战和改造土壤之任务，总会让无数人在不同历史期发出似乎永恒

不变的理想与现实的嗟叹！

〔1〕 对当时德国行政法学的主要特点及其产生的历史情境之描述与分析，参见沈岿：《平衡

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6-111页。


